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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99 年    4 月   31 日 
 

一、中文摘要 

雖然過去已經有文獻討論到最低工資的調整對工資不均度的影響，然而截至目

前為止，既有的文獻都不曾將「委外生產」與「技術改變」等兩項重要因素納入考

量。除此之外，既有的文獻在探討委外生產與技術改變對工資不均度的影響時，其

所採用的分析法大都侷限在傳統計量迴歸估計的部分均衡分析法，而不曾有相關文

獻採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法作全面性的評估。針對過去文獻的缺失，本研究將進行兩

年期的研究計畫，在同時考量「委外生產」與「技術改變」等兩項重要因素下，以

可計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模型來探討我國最低工資調

整對工資不均度與所得不均度的影響。由本文之結果得知，若廠商可以選擇「委外

代工」，政府提高最低工資對工資不均度與所得不均度的影響方向無法確定，其中 勞

力密集產業以及傳統產業之工資不均度與所得不均度擴大的可能性較高，而資本密

集產業以及服務業縮小的可能性較大。此外，若廠商「技術提昇」時，政府提高最

低工資對工資不均度與所得不均度的影響方向也無法確定。其中勞力密集產業、傳

統產業以及部分服務業之工資不均度與所得不均度擴大的可能性較高，而資本密集

產業以及部分服務業縮小的可能性較大。最後，「技術改進」對工資不均度與所得不

均度的影響程度大於「委外代工」。 

 
關鍵詞：最低工資、工資不均度、委外生產、技術改變、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 
 
二. 計劃緣由與目的 
 

所謂工資不均度 (wage inequality) 意指技能勞工 (skilled worker) 與非技能勞

工 (unskilled worker) 之間的工資差異。在衡量方法上，相關研究大多以技能勞工的

薪資水準除以非技能勞工的薪資水準作為衡量指標；當此一指標上升時，代表工資

不均度擴大。此外，所得不均度（income equality）意指所得分配不均的程度。在衡

量方法上，相關研究大多以吉尼係數（Gini coefficient）作為衡量指標；當此一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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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時，代表所得不均度擴大。針對此一主題，過去文獻 [如 Feenstra and Hanson 

(1999) 與 Hijaen (2007)] 認為，委外生產 (outsourcing) 與技術改變 (technological 

change) 是擴大工資不均度與所得不均度的主要原因，1而最低工資 (minimum wage) 

的調整有助於降低工資不均度與所得不均度 [如 DiNardo et al. (1996)、Koeniger et al. 

(2007)、Dube et al. (2007) 、Levy (1989) 與 Juhn et al. (1993)]。雖然過去已經有文獻

討論到最低工資的調整對工資不均度的影響，然而截至目前為止，既有的文獻都不

曾將「委外生產」與「技術改變」等兩項重要因素納入考量。除此之外，既有的文

獻在探討委外生產與技術改變對工資不均度的影響時，其所採用的分析方法大都侷

限在傳統計量迴歸估計的部分均衡分析法，而不曾有相關文獻採用一般均衡的分析

法作全面性的評估。針對過去文獻的缺失，本研究將同時考量「委外生產」與「技

術改變」等兩項重要因素，以可計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

模型來探討我國最低工資調整對工資不均度與所得不均度的影響。 

 

我們首先建立本研究的理論模型並推導出相關結果；其次利用主計處公布的 93 年產

業關聯表，來編製符合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投入產出表；最後，根據理論模型所推導的

結果來進一步修改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的電腦程式，以便在考量「委外代工」的情況下，

進行模擬評估以瞭解我國調高最低工資對工資不均度與所得不均度之影響。此外，由於「技

術改變」也是引起工資不均度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據文獻（Feenstra and Hanson, 1996； Hijaen, 

2007； Marchant and Kumer, 2005)所獲致的結果，其影響效果更甚於「委外代工」，因此我

們將更一步考量「技術改變」的因素，來進行模擬評估以瞭解我國調高最低工資對工資不

均度與所得不均度之影響。 

 
三. 理論模型設定、結果與討論 

 

本文假設廠商的生產函數為 Cobb-Douglas 的型態，其中生產要素有二：其一為

                                                 
1 Outsourcing 一詞是由 outside resource using 所組成。Feenstra (2004) 對於 outsourcing（委外生產或外

包）做了明確的定義，亦即由於中間財貿易的出現，廠商將生產過程中的幾個階段委由不同國家生產的現

象。David Hummels et al. (2001)也發現到，中間財貿易的成長速度超越最終財的貿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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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無法委外的勞動（稱為技術性勞工，skilled workers），其二為可以但不一定要委

外的勞動（稱為非技術性勞工，unskilled workers）。其中技術性勞工獲取技術性勞工

的工資水準，而非技術性勞工的報酬則依委外與否而有所不同。若廠商將工作委外，

則廠商支付國外的工資水準（視為固定），若廠商將工作留在國內完成而不委外，則

廠商支付國內的非技術性勞工的工資水準（視為固定）。當政府提高最低工資時，非

技術性勞工的工資將因此而提更，而技術性勞工的工資則不受影響。廠商可以選擇

委外代工的比例。當委外代工的比例提高時，廠商的固定成本將隨該比例的提高而

以遞增的型態增加。由本模型，我們可得以下定理： 

 

定理一：當沒有考量「委外代工」與「技術改變」的情況下，政府提高最低工資將

使得廠商減少對非技術性工人的需求。此外，由於廠商生產成本的增加，使得產出

減少，對技術性工人的需求也下降，技術性工人的工資與受雇量也因而下降。因此，

政府提高最低工資將使工資不均度與所得不均度縮小。 

 

定理二：若廠商可以選擇「委外代工」，當政府提高最低工資時，廠商將有誘因選擇

「委外代工」。然而若原先已經有「委外代工」時，政府提高最低工資不一定會進一

步使廠商增加「委外代工」比例，應視固定成本增加的幅度與海內外非技術性工人

之工資差異而定。 

 

定理三：廠商選擇「委外代工」時，廠商將減少對非技術性工人的需求，增加技術

性工人的需求，因而使非技術性工人的工資下降，技術性工人的工資上升，所以廠

商選擇「委外代工」會使工資不均度與所得不均度擴大。 

 

定理四：若廠商可以選擇「委外代工」，當政府提高最低工資時，工資不均度與所得

不均度是否會擴大？應視「委外代工」與「最低工資」兩者的效果而定。當「委外

代工」效果大於「最低工資」效果時，政府提高最低工資將使工資不均度與所得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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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度擴大。反之，則縮小。 

 

定理五：廠商「技術提昇」時，廠商將減少對非技術性工人的需求，增加技術性工

人的需求，因而使非技術性工人的工資下降，技術性工人的工資上升，所以廠商選

擇「技術提昇」會使工資不均度與所得不均度擴大。 

 

定理六：若廠商「技術提昇」時，當政府提高最低工資時，工資不均度與所得不均

度是否會擴大？應視「技術提昇」與「最低工資」兩者的效果而定。當「技術提昇」

效果大於「最低工資」效果時，政府提高最低工資將使工資不均度與所得不均度擴

大。反之，則縮小。 

 

四、理論模型設定、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將利用由澳洲 Monash 大學政策研究中心 (Center of Policy Studies; CoPS) 

所研發的 ORANI 模型為基礎，並根據理論所推導的結果來修正 ORANI 模型並進行

模擬評估。為了描述最低工資調整對不同技術層次之勞動市場的影響，我們將勞動

經濟學的雙元勞動市場引進模型中，把勞動市場區分為初級勞動市場與次級勞動市

場。在初級勞動市場中，我們引用 Shapiro and Stiglitz (1984) 之效率工資（efficient 

wage）的假設，亦即假設雇主無法完全監督工人的工作狀況，因此雇主將會支付較

高的薪資，以提高因偷懶被發現後遭解聘的機會成本，用以誘使初級勞動市場之勞

工努力工作。另外，在次級勞動市場中，雖然政府設定最低工資來保障勞工的收入，

但卻也因此而導致市場上存在勞動供過於求而產生失業的現象。如此一來，我們將

可在考量廠商委外生產的活動下，探討政府對初級勞動市場採行最低工資政策對工

資不均度的影響。 

 

另外為了便於瞭解所得分配不均度的情形，本研究將參考劉瑞文 (1998) 的

ROCGEM 的設定方式，將所得收支方程式引入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中，並編製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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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計矩陣 (social accounting matrix; SAM) ，以計算出所得分配的情形，並進而探

討最低工資政策對所得分配不均度的影響。 

 

至於在技術變動的部份，由於 ORANI 模型中，每一個產品及要素的使用均有

一個技術變動因子，用來刻劃當要素使用的技術進步時，對要素投入、產品的生產、

以及產業的產品組合等之影響。因此，在考慮技術變動的因素下，對於調高台灣最

低工資對工資不均度與所得不均度之影響的討論時，我們將特別著墨於此部份之討

論。 

 

最後，我們根據主計處所編製之 1996 年的編制，將產業分成 45 部門，在考慮

「委外代工」以及「技術改變」下，進行模擬評估以瞭解我國調高最低工資對工資

不均度與所得不均度之影響。由實證的結果得知： 

 

定理七：若廠商可以選擇「委外代工」，當政府提高最低工資時，勞力密集產業以及

傳統產業（包括紡織品、成衣及服飾品、皮革及其製品、木材及其製品、加工食品、

飲料、紙、紙製品及印刷出版、其他金屬、金屬製品、家用電器產品）之工資不均

度與所得不均度將擴大。然而資本密集產業以及服務業（包括資訊產品、通信器材、

電子零組件、電機及其他電器、機械、電子、電機及電器製造業、人造纖維、其他

化學製品、運輸工具、石油煉製品、菸業、電力、運輸倉儲、通信服務、金融保險

服務、不動產服務、資訊服務、其他工商服務、公共行政服務、教育服務、醫療服

務、傳播及娛樂文化服務、其他服務、商品買賣、餐飲及旅館服務）之工資不均度

與所得不均度將縮小。 

 

定理八：若廠商「技術改進」，當政府提高最低工資時，勞力密集產業、傳統產業以

及部分服務業（包括紡織品、成衣及服飾品、皮革及其製品、木材及其製品、加工

食品、飲料、紙、紙製品及印刷出版、其他金屬、金屬製品、家用電器產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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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服務、醫療服務、傳播及娛樂文化服務、其他服務、商品買賣、餐飲及旅館服

務）之工資不均度與所得不均度將擴大。然而資本密集產業以及部分服務業（包括

資訊產品、通信器材、電子零組件、電機及其他電器、機械、電子、電機及電器製

造業、人造纖維、其他化學製品、運輸工具、石油煉製品、菸業、電力、運輸倉儲、

通信服務、金融保險服務、不動產服務、資訊服務、公共行政服務、教育服務）之

工資不均度與所得不均度將縮小。 

 

定理八：「技術改進」對工資不均度與所得不均度的影響程度大於「委外代工」。 

 

五、結論 

雖然過去已經有文獻討論到最低工資的調整對工資不均度的影響，然而截至目

前為止，既有的文獻都不曾將「委外生產」與「技術改變」等兩項重要因素納入考

量。除此之外，既有的文獻大都侷限在傳統計量迴歸估計的部分均衡分析法，而不

曾有相關文獻採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法作全面性的評估。針對過去文獻的缺失，本研

究在同時考量「委外生產」與「技術改變」等兩項重要因素下，以可計算一般均衡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模型來探討我國最低工資調整對工資不均度

與所得不均度的影響。 

 

由本文之結果得知，若廠商可以選擇「委外代工」，政府提高最低工資對工資不

均度與所得不均度的影響方向無法確定，其中 勞力密集產業以及傳統產業之工資不

均度與所得不均度擴大的可能性較高，而資本密集產業以及服務業縮小的可能性較

大。此外，若廠商「技術提昇」時，政府提高最低工資對工資不均度與所得不均度

的影響方向也無法確定。其中勞力密集產業、傳統產業以及部分服務業之工資不均

度與所得不均度擴大的可能性較高，而資本密集產業以及部分服務業縮小的可能性

較大。最後，「技術改進」對工資不均度與所得不均度的影響程度大於「委外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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